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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时间如东逝的流水。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昔日

闪光的浪涛，往往颇费周折⋯⋯

一九 年初秋，金风驱走了酷暑，在上海市中五

心一条并不喧嚣繁华的马路 黄陂南路，一男一女

缓缓而行。那女的东张西望，在寻觅着什么。那男的

跟在她的后边，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女的四十九岁，一身蓝布衣裤，一头直梳短发，

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过的一弯秀眉，那

双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风韵犹存，看得出曾经沧桑，非

等闲之辈。

她叫杨淑慧，写信或写文章署“周杨淑慧”。她的

知名度并不高。不过，那个冠于她的名字之前的

“周” 她的丈夫周佛海，却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

在汪伪国民政府中，周佛海当过“行政院副院长（”相

当于副总理），当过“财政部长”，当过“上海特别市市

长”，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一九四八年二月二

十八日，病死于监狱之中。

小 引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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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男的三十四岁，穿一身蓝色干部服。他在出门前脱下了军装，摘掉了

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瘦瘦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举止斯文，倒是

一派知识分子风度。

他姓沈，名之瑜，就连他的子女也姓沈。其实他原姓茹，名志成。他的胞

妹茹志鹃后来成了中国的名作家。

他本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一九三五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一九

三七年毕业后，他留在这所美术学校当助教。战争的烽火，烧掉了他的画家

之梦。一九四 年，他离开日军铁蹄下的上海，来到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

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茹志成改名沈之瑜 因为茹是中国的稀

有之姓，他不改名换姓很容易使弟妹受到牵连。不久，这位画家进入苏中抗

日根据地，在那里当起参谋、文工团团长来。此后，他在陈毅将军统帅之下，

进军大上海。解放初，他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

沈之瑜跟杨淑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如今，他与她怎有闲工夫徜徉在黄

陂南路上？

事情得从几天前的一个电话说起⋯⋯

“你马上到建设大楼①来一下。”沈之瑜接到了姚溱的电话。

姚溱此人，当年以笔名“秦上校”“、丁静”“、萨利根”活跃于解放前的报

刊，尤以军事述评为世瞩目。外界以为“秦上校”必定是一员武将，其实他乃

一介书生。他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二十五岁的他在中共上

海地下市委负责文教宣传工作。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从一九五九年起，姚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六六年

七月二十三日逝世。

沈之瑜奉命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解放后，此处成为中共

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那里办公。那

时，只要一说去建设大楼，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当沈之瑜一身军装跨入姚溱办公室，姚溱当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

部杨重光找来，三个人一起开了个小会。

“交给你们两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姚溱用苏北口音很严肃地说出了

①本书初版本写为“海格大楼”。一九 八年九月七日，据曾在中共上海市 作委宣传部

多年的丁景唐先生打电话告诉笔者，应为“建设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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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

沈之瑜的目光注视着姚溱，急切地想知道这项不寻常的政治任务究竟是

什么。

“是这样的⋯⋯”姚溱顿时成了“秦上校”似的，以命令式的口吻向他俩下

达任务“，这项 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任务是陈毅同志提议，经市委讨论同意

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我们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七月一日是建党三十

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要把寻找党的诞生地看成是自己的一项重

要的政治任务。”

沈之瑜一听，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熟门熟路。他问姚

溱“：有线索吗？”

“听说是在法租界开会。”姚溱答道。

“法租界大着呢！”沈之瑜双眉紧锁“，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

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长长的淮海路横贯法租界。那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

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

“你别着急，我给你一把‘钥匙’！”姚溱笑了起来“，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

志跟我说过，他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①

“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沈之瑜感到颇为

奇怪。

“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说出其中的缘由。

沈之瑜一听，打心底里佩服公安局局长扬帆的“神通”。

扬帆也经过一番改名换姓，他本名石蕴华。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

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副军长项英的秘

书，从事保卫工作。那封以项英的名义发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蓝苹（即江青）

不宜与主席结婚”的电报，便是扬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卫工作，使

扬帆变得精明、 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神种种信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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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淑慧回忆说是“民国十年”，显然她记错了）。当时，二十五岁的周佛海正在

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生下了儿子。周佛海给儿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

海。后来，周佛海名声沸扬，关于他的家庭的种种报道也见诸报章杂志，周幼

海之名也为世人所知。

天上风云变幻，地上人事也变幻莫测。当周佛海从中共党员成为中共叛

逆，以致成了汪精卫的汉奸同党，由红变黑，他的儿子却走上革命之路，于一

九四六年经田云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从事地

下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

之友成为他手下一名副科长。

当陈老总提出要在上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扬帆不愧为红色的“福尔

摩 她是一把“钥匙”！斯”，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杨淑慧

周之友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父亲周佛海写过《往矣集》一书，

内中提及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

只是此“案”不属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范畴，扬帆便把“钥匙”以及线索都

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

听姚溱如此这般一说，沈之瑜和杨重光心中有了底⋯⋯

《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从建设大楼里出来，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图书馆。

随着周佛海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的介绍信，这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是“俱往矣”，这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由上海平报社出版的《往矣集》

（《往矣集》还曾由另几家出版社印过不同版本），记述着周佛海的如烟往事。

此人擅长文笔，曾不断把往事凝固在铅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

程中的脚印。

沈之瑜迅速翻过周佛海那篇记述童年的《苦学记》，目光滞留在他回忆加

入中共经过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详细写及他一九

二一年七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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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点：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

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

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

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

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即陈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

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即何叔衡），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包惠

僧是否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会议，说法不一），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

不清了（即王尽 （共产主义青美和邓恩铭）。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

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

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

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现通译为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

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

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

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应为尼柯尔斯基）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这一段记述中，提出两个地点：

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开会的所在是“贝勒路李汉俊家”。

这么一来，寻觅的范围一下子从偌大的法租界，缩小到贝勒路及其附近。

不过，这缩小了的范围仍不小。贝勒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

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何况李汉俊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汉口遇

害，原屋早已易主。

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一九 六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

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那时是一条荒僻的路，路边稀稀拉拉立着几

十幢低矮的平房，马路南段两侧是一大片农田。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伪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

《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八月一日起，上海撤销了租

界，贝勒路也随之改名，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 援引

上海路名惯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马路，以县、市名命名东西走向的

马路。因省名有限，用于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马路；贝勒路虽南北走向，但不

是交通要道，故以县名命名（有关贝勒路的沿革史料，系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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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鼎及上海卢湾区地名办公室陈法清向笔者提供）。

就在沈之瑜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读毕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后，便急于想

见到周佛海之妻，以便着手寻觅中共“一大”会址。

隔了一天，当沈之瑜刚在军管会办公室坐定，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

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求见。

“哦，她来了！”沈之瑜一边朝大门口疾步走去，一边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

局局长扬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杨淑慧。市公安局扬局长要

我来找您。”她说话不紧不慢，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队里说惯了“同志”的沈之瑜，这时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称

呼“，周太太！”

“沈同志。”在办公室坐定之后，杨淑慧徐徐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

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的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编辑

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应道“，陈独秀的家在哪里？”

“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杨淑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环龙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对上海的马路十分熟悉。

那时，除了首长，一般人都没有小轿车，没有吉普车，沈之瑜、杨重光和杨

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着。

头一回出师告捷。因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当年的模样，南昌路四十七号

原是一所法国学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杨淑慧一眼就认出来 老渔阳里正

是在它对面，如今的南昌路一百弄。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的房子，犹如从同

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样的房子，都是一楼一底，一个小天井，天井四周是

高墙，墙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门。一幢房子，有七八十平方米，给一家人住正

好。独门出入，与邻无干。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地建造了这样的石库门房子。

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二号。她对沈之瑜和杨重光说：

“一九二一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上海，而在广州。

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

会悟也住在这里（据王会悟回忆，她与李达在一九二 年下半年于此举行婚

礼后，一直住到中共“一大”召开）。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

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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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淑慧面对这幢熟悉的房子，心中勾起无限往事。此时，她仿佛回到当

年的情境，带着沈之瑜、杨重光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说员一般

说道：

“这房子两上两下。从大门一进来是客堂间 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

象最深的是，客堂间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

限’。客堂间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坐在这只摇椅上。”

杨淑慧领着沈之瑜、杨重光步入屋内，指着客堂后、厨房前那狭长的过道

小天井，说道：

“这里原先有一个水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常是用来洗拖把

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水斗的出水口，放满了水，用来浸西瓜。⋯⋯”

杨淑慧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这里确实是《新青年》

编辑部所在地，陈独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

找到这一革命遗址，沈之瑜和杨重光颇为兴奋。

看见杨淑慧已经有点疲乏，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过几天再

找‘一大’会址。”

于是，沈之瑜跟杨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上李汉俊家，杨

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来了个兵分两路，双管齐下。

“恒昌福面坊”原来是块宝地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中共“一大”代表住宿的地方。这所学

校早在一九三二年便从上海滩消失了。

不过，寻找一所早已关门的学校的校址，毕竟要比寻找当年李汉俊家容

易一些。

杨重光派出了沈子丞，前往上海市教育局，翻阅解放前的上海中小学注

册簿。总算顺利，博文女校记录在案：

“博文女校创办于一九一七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

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

该校曾三度迁址：最初在贝勒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长乐路），一九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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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改名蒲柏路，今名太仓路）。

据此线索，杨重光前往太仓路寻访老居民。虽然路名更换、门牌变动，在

老居民 这便是毛的协助下，还是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

泽东、周佛海等当年下榻之处。

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约了杨棘手的是寻找李汉俊的住处 淑慧，

沿着贝勒路慢慢地走着、走着，诚如本书开头所写及的那样⋯⋯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杨淑慧的双眉紧蹙着。她有点为难了：

“沈同志，李汉俊先生家里，我去过几次，可是现在我仅有的一点印象影

迹皆无了。我记得，当时李家的房子是新造的，前门正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

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那里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作坊。可是，眼下的贝

勒路两旁全是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了，昔日的影子没有了！”

“别着急，慢慢地找。”沈之瑜安慰她道。

慢慢地、慢慢地踱着，杨淑慧极力搜索着当年的残存的印象。三十年前，

她曾随丈夫周佛海去拜访过李汉俊，也曾给李家送过信件。然而，毕竟已经

三十年了，天翻地覆，人世沧桑⋯⋯

行行复行行。她走到了贝勒路与另一条马路的交叉路口，猛然间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向路人打听那条横马路的名字。

“这是兴业路。”她得到这样的答复。

兴业路？她还是平生头一回听见这一路名。她摇摇头，否定了自己头脑

中闪过的那似曾相识的印象。

看到她迷茫、疲惫的神态，沈之瑜对杨淑慧说道“：我看你有点累了，早点

休息吧，改日再找。”

过了数日，杨淑慧忽地来到了沈之瑜的办公室。她面含喜色，看得出，有

好消息！

果真，有了眉目：原来，这几天她又独自到贝勒路细细寻访，终于证实她

那似曾相识的印象是不错的。

那兴业路，是与贝勒路一起，在一九四三年改名的。兴业路原名望志路，

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当时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在一

九四三年根据《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的规定，废除了“望志

路”这一路名，改用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称为“兴业路（”许多人



第 9 页

误以为“兴业路”路名是解放后取的“，事业兴隆”之意。其实是一九四三年取

的。于无意之中，取了一个含义深远的路名，一直沿用至今） 与兴业路平

行的另一条马路，便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县县名来命名，叫“兴安路”。

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亦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

杨淑慧对一家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凝视良久，觉得很像当

年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而如今旁边却是白粉墙

上面写着一个四块床板那么大的“酱”字，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房前是一个菜

摊。在贝勒路上反反复复逡巡，她唯觉得此处与记忆印象相似。

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

这样，寻找李汉俊的旧居，总算找到了一点头绪。但是，印象只是印象，

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于是，沈之瑜前往那里调查。那里的居民都说，酱园的董老板是“老土

地”，住的时间最长，最熟知那儿的情况。

那家酱园，挂着“万象源”招牌。老板叫董正昌，卖酱油、酒、醋、盐之类。

他娓娓道来，这才廓清三十个春秋的变幻。

原来，在一九二 年夏秋之际，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

排五幢房子。每幢房子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

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 当时的

上海，流行着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民居。这一排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

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一 二号、号、 四号、 六号、 八号

（后来改为兴业路时，门牌改为七十号、七十二号、七十四号、七十六号、七十

八号）。

姓陈的老太太建造了这五幢房子，并不是给自己居住，而是出租，坐收租

金。租下一 六号、一 八号两幢房子的，是一位姓李的先生。李先生把两

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后来，李先生搬走了。

一九二四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部租下。他对这五幢房子进行了大

规模的改建：把一 号、一 二号、一 四号改为三楼三底，把一 四号的

天井改成厢房，又把外墙粉成白色，写上巨大的“酱”字。这样，那三幢房子成

了“万象源”酱园。他又把一 六、一 八号改成二楼二底，把一 六号天井

改成厢房，租给了亲戚居住 他成了二房东。

后来，他的亲戚在一 六号开了当铺。不久，又改开“恒昌福面坊”，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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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了摇面条的机器，生产挂面，外墙也刷成白色。

如此这般，那一排房子变得面目全非。难怪杨淑慧来来回回走了好几

趟，这才敢说那儿有点像⋯⋯

董正昌所说的那位姓李的先生，显然是李书 李汉俊的胞兄。城

李书城当年的“官儿”不小。他是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租

下那两幢房子居住。弟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归来，住在哥哥家中。周佛海的

《往矣集》中说中共“一大”是在李汉俊家中召开，亦即在李书城家中召开。李

六、一 八号，望志路一家，也就是后来的“恒昌福面坊” 便是中共“一

大”会址！

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终于初步弄清了⋯⋯

毛泽东、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马上把兴业路上那一排房子确定为中共“一

大”会址。市委派人把兴业路、《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三处拍了照片。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

杨重光是这样回忆的：

“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后，接待我的胡绳同志答应把

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

“两天后，胡绳告诉我，毛主席和董老（引者注：董老，即董必武。毛泽东

和董必武均为中共“一大”代表）都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

开期间代表们住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

里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长，胡绳要我找他弄清确切的地址。

“我到 六、一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一

八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

这么一来，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证实。

不过，毕竟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看一看。

李达，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总是称他“鹤鸣兄” 他字永锡，号鹤

鸣。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中共“一大”，他当然比杨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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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更加熟悉李汉俊的家。解放后，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自一九五

至一九五三年元月）。

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

汉俊的家是在这里。”

李达的认可，富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肯定为

中共“一大”会址。

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乔迁。

“哟，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恒昌福面坊”的老板得知内中原委，高

高兴兴答应搬走。

不过，搬迁总要有个过程，搬迁之后还要修缮。这样，一九五一年七月一

日 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大庆，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七十六号、 七十

八号，还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六日，在上海蒲柏路十四号，两位干部模样的人物，正

在办理承租私房的手续。这儿是“戴瑞记经租处” 陈老太的账房所在处。

那两位租房者，是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处的干部。他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

托，向大房东陈老太租下兴业路七十六号和七十八号两幢石库门房子。

“今日起租？”账房问。

“今日起租。”干部答。

“租金四十二点四折实单位。”

“好，按月照付。”

双方就这样谈定了租赁手续。所谓“折实单位”是解放初所实行的一种

以实物为基础而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当时的房租、工资、公债之类都按折实

单位计算，为的是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这种制度一直实行到一九五四年底

才告结束。在起租时，每折实单位约合人民币旧币五千五百元，即现在人民

币五角五分，亦即月租为人民币新币二十三元左右。

这样，李汉俊的旧居，被中共上海市委租了下来。

一九五二十来天之后 一年十月八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

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

为革命纪念馆。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牵头，担任主任，委员有恽

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管理委员会负责这三处革命纪念馆的

修复、整理以及筹备建馆工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12 页

后来，又增加了周而复、叶以群为管理委员。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兴业在这个管理委员成立后的两个月 路

上的小菜场，被迁往淡水路。

这样，那排石库门房子前面不再嘈杂了。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

八号 不再是向陈老太租赁了。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对中共“一大”会址

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也作了些布置。

叶飞的耳朵尖，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第一个参观者。他曾经担任中共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

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他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来到兴业路。那时，中共

“一大”会址尚在内部整理之中，从不对外接待。

叶飞之行，很快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内传开来了。在“七一”前夕 一九

五二年六月三十日，魏文伯、曾希圣、柯庆施光临兴业路，成为那里的第二批

参观者。

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的上海《解放日报》，首次公终于，在翌日 开披

露了消息，在第二版上登载新闻《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建已初步

完成》。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杨重光的文章《星 记上星之火，可以燎原

海三个革命历史纪念馆》。

现摘录杨重光的文章于下：

“在上海复兴公园北面兴业路、南昌路、太仓路这几条毗连的路上，有三

座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房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

地方 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房屋，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以及

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毛主席等代表住宿的地方。去年中共上海

市委曾派了专人，经过几个月的勘察和对证，找到了原来的房屋，经过了修

建、恢复了房屋的原状，正式成立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第二馆和第

三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一周年的今天，这几个纪念馆的成立，应

是极有意义的事。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在五四运动

的后一年，先后在中国好几个中心城市，如： 海、北京、长沙、汉口、广州、济

南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

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引者注：现在也有人认为应是十三个），在中国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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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和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心 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故

址。在三十一年以前，这里是望志路一 八号，现在是兴业路七十八号，也是

黄陂南路（即前贝勒路）树德里七号。这是一座临街的两层的普通弄堂房子。

在三十一年以前，即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引者注：实际上应是七月二十三

日），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座房屋的楼上（引者注：后来经董必武等实地回忆是

在望志路一 六号楼下），正式成立了。当时出席的代表十二人，代表了约五

十个党员。毛泽东同志代表湖南党的组织。当时会议室的布置很简单，只有

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引

者注：应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是中共“二大”

通过的），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

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中

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就在消息见报的当天上午十一时，上海市市长陈毅以及潘汉年、方毅、刘

长胜、陈丕显、王尧山等赶往兴业路，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当天，苏联塔斯社记者闻讯，也赶到兴业路。于是，在上海发现中国共产

党“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不过，那时，兴业路七十六号上的“恒昌福面坊”几个大字，仍刷在墙上。

屋里，则挂起了马克思像、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中共“一大”会

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

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

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迹被取下来了 因为当年开会时，

墙上没有挂。

于是“，恒昌福面坊”招牌被铲掉了，巨大的“酱”字被铲掉了，外墙上的石

灰被铲掉了“，混水墙”变成当年的清水墙 露出了青砖与红砖。

王冶秋还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

模型在一九五三年春做好了。这年六月十九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

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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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看了说“：是这座房子。”

毛泽东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于是，一九五三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

西四羊市大街四十八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五十九岁的包惠僧。他本名包

道享，又名包晦生，后来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尽风风

雨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

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一九五四年三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出

席过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一 六号的女主人。他们详细回

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只是薛文淑

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 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当

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

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的，理

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

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 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人们仍遵从李达

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一九五六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从车

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上照片里常可见到的。哦，

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一大”代表、七十岁的董必武！

董必武作了“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

该布置在楼下。”

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

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

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

史原貌。

董必武兴致勃勃，当场挥毫题词。他借用《庄子 内篇 人间世》的一句

话，写下自己的无限感慨：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庄子》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

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到“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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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

中共“一大”纪 三年六月已经累念馆自从一九五二年建立以来，至二

接待了海内计 外参观者一千多万人次。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展览场地已经显得狭小，自一九九八年六月

起 原纪念馆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库门式的建开始扩建

筑。扩建之后，陈列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四倍。

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当年的

原貌。

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

会议的内核 中共“一大”文件，却茫然不知所踪。

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中共“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

议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端

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

大”会址。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

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一九三七年 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十六个年头，尼姆 韦尔

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中共“一大”

文献的下落

在尼姆 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

回忆：必武的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

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

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

一份也没有了。⋯⋯”

是的，是“都丢失了”“！一份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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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信，遍寻无着⋯⋯

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 与中国万里之遥的美国纽约。在大洋彼岸

年，坐落在纽约的一九六 美国排名第七号的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

韦慕 ，按照音译，应译为 马丁 维尔巴，而他却给自己庭（

取了一个中国式名字“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

及在华 ，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苏联顾问文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年》

研究。

霍华德 林顿先生告诉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

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 四年一故纸堆里，发现一篇一九

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为“

而论 （《共产主义文的题目令人注意

运动在中国》）。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

论文？

”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

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国民政府中担任过“立法

院院长”“、上海市市长”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取而代之，任汪伪国民政府

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

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

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 注册登记簿》第三卷，即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 ”其人，

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一八九一年八

月二十八日”“，生于广州”。

第二次，一九二三年九月二 七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为“一八九一年九

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一九二四年九月注册，生日只写“一八九二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

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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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紧去查日本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

查 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到陈公博，生于一八九

“

：

他的生日不断“变化”，大概是因为他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

生日可能是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换算成公历而又

应是九月三十日。第三回也许少算一日 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

“一八九二年”。

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

干脆写成“广州”。

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

，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

不掺杂着虚假的话，将是一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

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 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

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

文献：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一

九二一年）；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

大会通过）；

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

二二年）；

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二二年）；

附录六

三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

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别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一九

二四年的硕士论文。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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